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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考古与华夏文明·

辽西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王立 新

(吉林大学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 距今约 8000— 5000年间 , 辽西区史前社会由最初分散的村落组织 , 到出现部落 , 再到出

现酋邦 , 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之所以如此 , 主要应归因于该地区农业的不断发展

和由此带来的人口的迅猛增长。红山文化晚期 , 正值辽西区史前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顶峰阶段 , 但超

限度的人口密度以及高强度的粗放式农业生产 , 使得该区域脆弱的生态环境难负重荷。加之距今

5000年前后出现的降温事件 , 最终使得人口大批迁离 , 酋邦社会解体 , 史前社会重新开始以较低

层次的组织来维持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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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说的辽西区 , 是考古学上文化区的概念 。早在 1977年 , 张忠培先生在为吉林大学考

古专业学生讲授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时 , 就明确提出战国以前的辽西区可以作为一个

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区 。 1991年 , 张先生在 《辽宁古遗存的分区 、 编年及其他 》 一文中 , 进

一步对该区的地理范围进行了界定 , 指出该区 “是指医巫闾山以西 , 北至西拉木伦河两侧 , 包

括西拉木伦河 、 老哈河 、 大凌河 、小凌河及它们的支流地区 ” [ 1] 。就目前认识 , 这一区域内已

确认的史前文化主要是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的兴隆洼文化 、 赵宝沟文化 、 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

它们应当属于前后相继的单一文化序列①。从文化内涵上看 , 这四支文化相互之间的一些主要文

化成分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因而 , 从文化谱系上说 , 它们大体应属同一系统的考古学文化。

自兴隆洼文化至小河沿文化 , 作为一个单一文化迭相更替且文化传统连绵不断的考古文化

区 , 辽西区的古代社会究竟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演进过程? 导致或影响这一社会进程的动力是什

么 ?是东北史前考古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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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参考以往众多的研究成果并根据自身在辽西区近十多年工作中的体会而得出的一种综合性的认识。至于过去在涉

及辽西区的考古文章中被经常提及的富河文化 , 据目前的调查和分析看 , 主要分布在乌尔吉木伦河的中上游地区 , 它与东北方

向的嫩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较多的相似性 , 有可能属于另一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区。就其年代来看 , 该文化大体

与赵宝沟文化并行。参见朱延平 《富河文化的若干问题 》 , 载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 1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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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 伴随辽西区一系列史前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和区域性考古调查的蓬勃展开以及多学科分

析手段在实际工作中的介入 , 已为上述问题的解答积累了颇为丰富的资料 。本文即拟在综合分析

以往考古发现和研究认识的基础上 , 对辽西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作一尝试性探索。

一

兴隆洼文化的年代据碳 14测定 , 大致在公元前 6200—前 5400年之间。 [ 2] 这一时期聚落内

部的布局大体有两种 。第一种以敖汉兴隆洼 [ 3-5] 、 克什克腾南台子 [ 6] 和阜新查海 [ 7 -8]

聚落为代表 。特点是几乎所有居住性遗迹皆相互毗连 , 集中在地形起伏不大的同一区域之内。从

分期的角度看 , 处于兴隆洼文化偏早阶段的南台子和兴隆洼一期聚落 , 居住区外都有椭圆形的围

沟 。沟内房屋皆成排分布 , 整齐划一 , 体现了建筑过程中的统一规划和设计。南台子聚落共发现

房址 33座 , 最大的一间房子位于居住区中心偏北。兴隆洼一期聚落所包含的房屋数尚不确知 ,

但规模可以肯定要大于南台子聚落。这里最大的两间房屋并排建置于居住区的中心部位 , 面积各

达 140多平方米。这两处聚落都呈现了一种以大房子为中心的凝聚式布局。按照以往对仰韶聚落

的分析 , 似可推测它们各自代表了一个以血缘关系相维系的氏族公社 。需加说明的是 , 两聚落的

围沟既窄且浅 , 宽深均仅 1米上下 , 与后来的城壕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 , 与其说它们是一种公共

的防御性设施 , 倒不如说是一种界沟 , 借以强调整个聚落的统一精神 。

查海三期聚落大体属兴隆洼文化的偏晚阶段。聚落内的房屋集结为若干个房屋组 ,每组 2— 4

座 , 组内的房屋大多仍遵循着排列成行的习惯 。而从整个聚落看房屋已不再有统一分排的现象。

聚落内房屋由统一分排到出现若干房屋组 , 似乎意味着氏族内部血缘纽带的维系力开始减弱 , 而

按血缘关系的亲疏程度进一步区分的 “小集体” 的地位正在逐渐得到重视 。据介绍 , 兴隆洼聚

落的偏晚阶段 , 亦出现了类似现象。可见 , 至少从兴隆洼文化晚期阶段开始 , 类似查海这样的聚

落已可区分为聚落—房屋组—单个房屋三级结构。综合各方面现象 , 可以认为以房屋组为代表的

人群此时已成为村落中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依组内房间的可居住空间判断 , 这种规模的人群少

则七八人 , 多则十数人 , 很可能是包含三代人左右的一个大家庭 , 或称家族。单个房间虽然也都

发现有灶 , 并常伴随日常的生产与生活用具出土 , 但从整个聚落内少见单个房屋独立成组的现象

看 , 以单个房间为代表的人群在经济上未必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 。尽管此时聚落内的人群已

按血缘上的亲疏关系趋于分化并体现于房屋布局中 , 但就整个聚落来说 , 凝聚性却并未因此而丧

失 。在查海 , 由若干房屋组所围绕的一个 500平方米左右的场地内 , 发现一处长 19.2米的龙形

堆石 , 其南侧又分布有 10座墓葬和 2座内存烧灰和猪骨的祭祀坑。这片遗迹的规模虽小 , 作用

却有可能已类似于年代略晚的半坡文化村落中心的广场 , 属于整个村落举行公共性礼仪活动的重

要场所 。[ 9] 况且 , 此时这片居住区的外围仍有界沟的环绕。

在林西白音长汗 [ 10] 和敖汉兴隆沟 [ 11] 遗址 , 看到的则是兴隆洼文化聚落内部布局的另

一种形式:聚落由彼此分开的 2— 3个区或地点组成。这些区由于彼此紧邻而仍可视为一个有机

的整体 。白音长汗遗址属同一时期的聚落被分为南北两区 , 各自都有围沟标界。两区之间约有

40米的空阔地带相隔。北区发现有房址 29座 , 呈 4排分布。南区规模与北区大体相若 。两区相

距甚近却以围沟严格界分 , 透露出彼此所居人群在血缘关系上的疏远 。这大概代表了两个因联姻

或其他需要结邻而居的氏族公社。兴隆沟聚落则可明确区分成东 、中 、西三区 , 彼此亦有空白地

带相隔 。如果说这里每区各能代表一个氏族公社的话 , 那么整个聚落的人群就很可能属于包括了

三个氏族公社的高一级社会组织。这种组织的性质不大明确 , 或可称之为氏族联合体。由于白音

长汗和兴隆沟聚落的年代大体都在兴隆洼文化的中期或稍晚阶段 , 因而 , 这种高于氏族公社一级

的社会组织的出现时间 , 当不晚于兴隆洼文化的中期。

在近年中美赤峰联合考古队对赤峰西部地区所进行的区域性考古调查中 , 在 765.4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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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内共发现兴隆洼文化的遗址 14处 [ 12] , 遗址点的分布稀疏且较为均匀。这些遗址点有的

单独一处 , 有的则三两个在彼此相距很近的距离内结邻 , 相互之间只有几十米的空白地带或自然

沟壑相隔 , 而整个范围的长度均不超过 1公里 , 以至于各个地点的社团成员能够很容易地进行日

常的面对面交流或从事共同的事业。这种 “毗邻而居 ” 的若干遗址点在以往我国学者所从事的

调查中一般是作为同一个遗址来记录的 , 其中的各个地点则往往被视为遗址中的不同分区。前述

白音长汗和兴隆沟遗址即是这样的情况。所以 , 若按我们传统上对遗址的判定标准 , 合并若干毗

邻而居的 “遗址点” 之后 , 调查区内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实际要少于 14处。

结合已发掘的几处遗址看 , 兴隆洼文化的聚落在规模上虽有差异 , 所对应的社会组织在层次

上又各有不同 , 但从空间分布和内部结构看 , 并未表现出中心聚落出现的任何迹象 。

凡保存较好的兴隆洼文化的房址 , 内部多数只有日常生活必需的日用陶器和工具。房屋的形

制 、结构与陈设也都十分相似 。个别房址在所处位置 、规模或出土遗物上与其他房屋有所不同。

如查海聚落中的 F46, 位于聚落北部居中位置 , 是聚落内最大的一座房址 , 面积约 120平方米 ,

房内出土了一对特大型石铲 , 较之一般石铲大 1倍有余 , 刃部无使用痕迹。发掘者推测这可能是

举行某种仪式的特殊用具 , 同时也是此屋主人地位的象征。又如白音长汗 F19, 该房址位置并不

居中 , 规模也并非最大 , 多数出土物与其他房屋无甚区别 , 但室内居住面中央栽立一石雕女神

像 , 显示了此屋在功能上的特殊性。 [ 13]

兴隆洼文化的墓葬存在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将死者埋于室内 , 见于兴隆洼 、兴隆沟与查海三

地 。第二种为中心广场墓葬 , 见于查海。第三种即一般墓葬 , 分布于居住区之外 , 见于兴隆洼 、

白音长汗和巴林右旗的锡本包楞 [ 14] 等地点 。前两种墓葬均有特殊性 , 埋葬的原因及墓主人的

身份都不甚清楚 。其中部分室内墓葬的死者随葬有玉玦 、 玉匕形器及蚌饰 、 牙饰等较精致的物

品 。兴隆洼 M118居室葬墓主甚至与两头整猪同穴并列埋葬 , 可能反映了死者的身份地位与众不

同 。[ 15] 白音长汗聚落附近的坡顶上有一处小型墓地 , 居山顶中心部位的 M5为长方形石板墓 ,

地表有石砌围圈 , 其余墓皆土坑竖穴式 , 地表有积石 。M5被盗 , 其余墓葬多见个人的小件装饰

品 , 仅个别墓葬随葬有陶器。推测 M5墓主人的地位可能要较其他诸墓为高 。以上现象反映当时

社会已有初步的阶层分化 , 但不同阶层在居住和埋葬待遇上的差距并不十分悬殊。所以 , 这一时

期可视为古代社会正由较早阶段的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过渡阶段。

此外 , 与白音长汗石雕女神像风格类似的实物还见于林西西门外 [ 16] 等兴隆洼文化遗址 ,

说明女神崇拜已不是单个聚落中的偶然现象 , 可能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

赵宝沟文化的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 5200—前 4200年之间 。[ 17] 该文化已开始接收到来自中

原方面的影响 , 出现了一些比较精致的泥质陶器。在赤峰西部的区域性调查中 , 共登记有含赵宝

沟文化陶片的遗址 29处 , 数量高于兴隆洼文化 1倍 。遗址点的分布相对比较均匀。这一时期仍

旧有一些独立一处的遗址点 , 但由几个遗址点相聚成群的现象较为多见。即使按毗邻而居即属同

一聚落的原则合并了若干个遗址点之后 , 仍有 2— 3处遗址相聚成群的现象 。群内的遗址相距近

者约数百米 , 远者可达 1公里以上。这种遗址群的出现 , 表明该时期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性进一

步加大 。按照前文我们关于聚落遗址所对应的社会组织是氏族或氏族联合体的推论 , 那么这种遗

址群所代表的显然应是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如果和已知的人类学材料相对比 , 似可将这些由邻

近聚落中的人群所构成的小范围的地域性社会组织 , 对应于部落这一层级 。

赵宝沟文化的聚落规模不等 , 甚至同一聚落内不同居住地点的规模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敖汉

赵宝沟聚落 [ 17] 的面积约 9万平方米 , 是目前所知该文化聚落中规模较大的一处 。居住地可分

两区 , 中间有浅凹地带相隔。从对第一区的发掘来看 , 聚落内部房屋的分布特点与兴隆洼文化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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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阶段相似 , 往往 2— 4座房屋聚为一组 , 组内房屋多按同一方向排布。有时几组这样的房屋倒

似沿坡岗上的同一等高线形成一排 , 但就整个聚落来说 , 已不存在统一分排的规律 。在整个聚落

中 , 房屋组才是最引人注目的单元。生活于其中的家族 , 构成了社区中相对独立的 , 恐怕也是最

基本的经济单位 。此时位居第一区中央的仍是一所大房子 (F9), 面积近 100平方米。房屋倒塌

堆积中出土有大量遗物 , 仅可供饮食的缽碗类器皿即有 37件 , 占所清理的 17座房屋出土全部饮

食器的近 1/3。可见它不仅仅是一个家族日常起居之处 , 也当是赵宝沟聚落中一处重要的公共活

动场所 。除此大房子之外 , 聚落东部有一处以石块垒砌的圆角方形的平台状遗迹也颇为重要。发

掘者推测 , 这可能是该聚落的一处公共的祭祀性建筑。大房子和石砌建筑的存在 , 标志着聚落的

统一精神依然强固。

类似于赵宝沟聚落 F9那样的大型房屋和居住区附近祭坛性质的石砌建筑 , 目前还不见于其

他地点的报道。赵宝沟聚落是否已构成了附近一定范围之内的中心性聚落 , 限于对比资料的匮

乏 , 尚不得而知 。

由于缺乏墓地的揭露 , 使得分析赵宝沟文化的阶层分化受到一定限制 。不过 , 可反映社会分

层的迹象在若干聚落中已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敖汉赵宝沟》 一书的作者依据房屋的规模 、 形

制 、建筑技术及出土遗物的差别将聚落内已清理的 17座房屋分为由高及低的四个等级 , 以此来

表现房屋主人身份地位的差异 。不过 , 由于所分过细 , 各等级之间的差别实际上非常微弱。小山

遗址 F2是研究赵宝沟文化的学者们经常要提到的一个重要遗迹。 [ 18] 该房址出土遗物在居住面

上的分布 , 显示出房内已有男女两性劳作空间的分割。 [ 19] 出于男性一侧的一件石钺 , 制作精

巧无比 , 当是权力的象征;一件陶尊的腹部竟刻画有环绕器身的成组神秘化动物纹 。可辨其形者

有胁生双翅的鹿 、躯体盘卷如蛇的猪和一只似鹰非鹰的怪鸟。图案之抽象令人惊异 。由此一斑 ,

足可窥见当时人们精神活动的复杂。类似的神鹿形象也见于赵宝沟和敖汉南台地 [ 20] 聚落出土

的陶尊之上 , 反映出对此类灵物形象的创作和表现 , 在较大的范围中已遵循着相同的程式。所

以 , 拥有这种特殊陶器和石钺的房屋男主人毫无疑义地被认为是该聚落中首领级的人物 。但须强

调的是 , 与这些高级别遗物同出的毕竟还有石核和大量石片 , 这是制作石器的遗留 。显然 , 这一

“尊贵” 的人物并未脱离普通的劳动 。这一事实似乎表明 , 赵宝沟文化的聚落中虽有成员之间的

等级地位之分 , 但更多的应是表现在祭祀或其他的礼仪活动方面 , 未必达到经济或政治地位不平

等的地步。而且 , 较之社会关系更为复杂的等级社会来说 , 此时尚未达到全社会划分为若干不同

阶层的程度 。而这些 , 正是部落社会所具有的特质 。

值得一提的是 , 在位于赵宝沟文化分布区边缘的滦平后台子遗址中 , 曾发现 6件石质女性雕

像 。[ 21] 看来 , 女神崇拜仍然是这一区域中人们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

接下来的是红山文化 。该文化的绝对年代可推定在公元前 4200年 —前 3000年间。它与中原

文化之间的联系较之赵宝沟文化阶段更为紧密 。这一时期 , 遗址的分布密度陡增。前述赤峰西部

的区域性调查共发现含红山文化陶片的遗址点 160处 , 比赵宝沟文化阶段的遗址点数量多了数

倍 。按照周南(Robert.D.Drenan)教授的看法 , 这 160处遗址点实际上可归并为 125个 “村落 ”

级的遗址。而其中大约半数的 “村落 ” 遗址在空间上可聚合为 13个较大的群体 。不仅如此 , 分

布于调查区域东南部的其中 6个群体 , 由于彼此相距较近 , 相互之间似乎又集结为一个更高层次

的群体 。[ 22]

以往敖汉旗的文物普查也已揭示出了类似的现象。据邵国田先生介绍 , 该旗范围内红山文化

遗址点的结群现象十分普遍。一般每群包含 3— 5个遗址点 , 多者可达 20余个遗址点 。而以河谷

为纽带 , 若干遗址群又聚集成更高层次的群体 。旗内大约可分出 6个这样的群体 。这种规模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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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所占据的地域面积均在数百平方公里以上 , 所包括的遗址群的数量多少不等 。牤牛河上源的这

种群体包括了 11个遗址群 , 分布于大约 700平方公里的流域范围内 。 [ 23] 其分布密度与在赤峰

西部调查中所看到的情形大体相同。这种地跨数百平方公里的遗址群体的出现较之赵宝沟文化阶

段无疑是一个大大的进步 。如果说聚落群这一小范围的地域性社团确应对应于部落一级的社会组

织的话 , 那么 , 这一时期占地更广的遗址群体的出现或许表明若干地域邻近的部落已经以某种形

式结合成了一种部落联合体。

敖汉旗的调查资料显示 , 这一时期的遗址已明确出现大中小三级结构 , 面积较小的遗址多为

4 000— 5 000平方米 , 中型遗址多在 3— 10万平方米 , 而大型遗址面积可达 2— 3平方公里。一

个遗址群往往由一个大型或中型遗址为中心 , 周围则是若干较小的遗址 , 表明遗址群中已出现中

心聚落与从属性聚落的对立现象。

位于牤牛河上源丘陵山地中的西台遗址群 , 共包含 12个遗址点 。位居中心的西台遗址设有

两个相连的围沟 , 平面恰好形成一个 “凸” 字形的轮廓。其中东南侧的围沟周长 600多米 , 现

宽约 2米 , 最深处 2.25米 , 当有一定的防御功能。 [ 24] 这种设防的中心性聚落或许已具备了后

来方国都邑的某些功能。

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遗址是一个经较大规模发掘的普通性聚落 。[ 25] 在 3 215平方米的发

掘范围内共发现红山文化房址 15座 、 灰坑 171座 。遗迹显得比较稀疏。房屋有的三两座聚为一

组 , 有的则单独一处 , 分布上已无成行排列的现象 。这一布局显示出家族一级的社会组织仍是稳

定的经济单位 , 而有的家庭在经济上或许也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 。这一变化可能表明氏族公有制

经济成分有所削弱 , 而私有制经济成分正逐步得到强化 。

已发现的红山文化墓葬大多以积石冢的形式出现。常见的墓地一般规模较小 , 多位于某一处

遗址附近的山冈上。墓葬少则几座 , 多则数十座集中于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内 。结构形式与兴隆

洼文化山岗墓地 (如白音长汗 )所见一脉相承 。已知克什克腾旗南台子 [ 6] 、 林西白音长

汗 [ 10] 、阜新胡头沟 [ 26] 、 巴林右旗洪格力图 [ 27] 等地点都有发现 。据称 , 敖汉旗最南端的

四家子镇也发现了 3处积石冢墓地 。 [ 23] 上述墓地大体都是就近选址 , 且与某一聚落存在对应

关系的普通墓地 。

地处辽宁建平与凌源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群是红山文化晚期的一处规模庞大的墓地群兼祭祀

中心。已发现的 20余处遗址点 , 集中分布于 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在已编号的 16个地点中 ,

有 13个地点都有积石冢。这些积石冢分布于牛河梁一带绵延的丘岗之上 。一般一岗一冢 , 也有

一岗双冢和一岗多冢的情况 , 而每冢中墓葬数量多少不等 , 多者一冢可达数十座墓 。每冢中央都

有 1— 2个规模较大 、 地位显赫的墓葬。除积石冢外 , 另外的几个地点都是重要的祭祀场所。其

中 , 位于牛河梁主梁顶部的女神庙及其北侧经人工修整的大型山台 , 显然是整个遗址群的重心所

在 。多年的工作和研究表明 , 牛河梁遗址群当初的建设无疑是经过了严密的统筹规划和设计 , 从

而将墓地群与几处重要的祭祀场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 并与周围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 [ 28] 调

查发现 ,在这片墓地群与相关祭祀址所在的上百平方公里范围内 ,已不见任何世俗的居住性遗址 。

种种迹象显示 , 牛河梁遗址群选址之刻意 、规划之严密 、规模之宏大 、内涵之复杂已远非前

述普通墓地所可比拟 。它并非某一部落 、 更非某一氏族所能拥有 , 至少应是周围方圆数百平方公

里范围之内的人群所共同经营的一处 “圣地”。它的存在 , 与前文对遗址分布的分析一样 , 同样

表明红山文化中业已产生了超部落的社会组织 。

与赵宝沟文化阶段相比 , 红山文化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明显是一种飞跃。其显著标志即是出

现了超部落的社会组织———部落之间的联合体 。但是 , 这种部落联合体究竟属于什么样的政治组

织形式 , 却是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在关于红山文化社会性质的诸多看法中 , 当以苏秉琦先生的主张最具影响 。他认为 , 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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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 、庙 、冢的红山文化后期 , 已率先跨入了国家形态演进的第一阶段 , 即 “古国” 阶段 [ 29] ,

而且由此可将中华文明起源模式中的 “原生型 ” 文明的出现上溯至距今 5000年前 。 [ 30] 当然 ,

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 。其中有些学者即主张将红山社会看作是前国家阶段的一种复杂社

会的形态。我在 《试论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 一文中 , 通过对牛河梁遗址群的分析 , 曾将红山

文化这种超部落社会组织的一些突出特征概括为如下几点:(1)流行以女神崇拜为中心的多神

崇拜;(2)出现了权力阶层;(3)权力阶层内部有等级之分;(4)高阶层的管理权主要是通过

对 “通神” 权的控制而获得的;(5)丧葬礼与祭礼已初步形成。在此基础上 , 拙文又进一步提

出 , 红山文化的部落联合体虽然在一些方面已经接近了以三代社会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

特征 , 但是 , 两种社会之间的区别仍十分明显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红山文化的女神庙

不同于三代社会以男性祖先为本位的宗庙。 (2)牛河梁遗址群中的各积石冢地点乃至各冢本身

都有相对的独立性 , 表明以积石冢中心大墓墓主人为代表的最高阶层系来自联合体中的不同社

团 , 如果像有的学者那样将中心大墓的墓主人视为王者 , 那便同三代社会各代之王出于同宗 , 显

具本质的不同。况且 , 迄今仍无迹象证明整个部落联合体中已出现权力高度集中的王者。 (3)

牛河梁遗址群所反映的丧葬礼与祭礼虽已初具三代社会同类制度的一般性特征 , 但该遗址群以神

庙为中心的整体布局 、墓葬间以通神之玉以别等级的做法 , 均体现了这两种制度以神权为核心的

特点。与三代社会以王权为核心 、王权高于神权且规范性较强的成熟礼制相比 , 尚有很大不同。

所以 , 我倾向于认为 , 红山文化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距以三代社会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国家之间尚

有一定的距离。它应当属于一种前国家阶段的复杂社会 。 [ 31]

若将红山文化这种部落联合体与西方人类学界所描述的酋邦社会相比 , 便会发现它们之间有

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 , 就是红山文化这种部落联合体确实已具备了酋邦社会

的最根本特点即社会分层。 [ 32] 它不仅出现了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的权力阶层 , 而且权力阶层

的内部也有明显的等级之分。

上世纪 70年代中期以来 , 西方人类学和考古学界对于酋邦社会的研究较之塞维斯 (E.R.

Service)等人的开创性阶段已有许多重要的进展 。 [ 33] 例如 , 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 , 伦佛儒

(ColinRenfrew)发现酋邦社会存在以团体为本位和以个人为本位的两种社会类型 [ 34] , 厄勒

(TimothyK.Earle)等人则提出酋邦制本身的发展过程又可分为简单酋邦社会和复杂酋邦社会阶

段 [ 35]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认识红山文化社会的发展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从牛河梁遗址群

的分析来看 , 该遗址群所对应的部落联合体 , 似乎很接近以团体为本位的酋邦社会 。集中表现在

联合体有共同的信仰和崇拜对象 、共同修筑大规模的公共设施 、 最高阶层由来自联合体内的各个

群体的成员共同组成等方面。另一方面 , 中心大墓墓主人在冢内一人独尊的现象 , 表明他对所在

的群体曾经有过最高的管理权 , 然而放眼整个部落联合体 , 他又可能只是更高一层决策机构中的

一员而已 , 况且地位也未必与其他群体中的最高人物完全相匹 。而这种管理层中的两级决策机

构 , 正是衡量上述复杂酋邦社会的一个最实质性的标准 。所以 , 我认为 , 至少牛河梁遗址群所对

应的部落联合体已是酋邦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 , 是一种以团体为本位的复杂酋邦社会。它虽然处

于前国家阶段 , 但距国家出现已并不遥远 。

四

自红山文化之后兴起的小河沿文化 , 处于辽西区以筒形罐为代表的文化系统的衰落阶段。对

于它的年代 , 可参考红山文化的下限年代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上限年代将其估计在公元前

3000—前 2200年之间。该文化除继承当地红山文化的因素之外 , 还吸收有庙子沟文化和大汶口

文化的成分 。通过对赤峰西部的区域性调查了解到 , 小河沿文化的遗址数量较之红山文化时期骤

减 , 仅发现 36处 , 与赵宝沟文化遗址的数量比较接近。遗址在分布上比较疏散 , 部分遗址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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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群的现象 , 但已不见集结为更高层次遗址组群的现象。大多数遗址面积较小 , 都在数千平方

米左右 , 较大者也很少超过 2万平方米。遗址地表暴露的陶片等遗物数量也很少 , 与红山文化相

比 , 形成鲜明反差。因此 , 调查者推测小河沿文化时期人口指数大幅降低 。

以小河沿文化堆积为主的遗址至今未经过大面积的揭露 。因此 , 人们对该文化聚落内部的布

局结构尚缺乏深入地了解 。从敖汉旗小河沿南台地 [ 36] 等遗址的发掘来看 , 该文化的房址主要

是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 , 且规模很小 , 多在 10平方米左右 。在房址的形状 、 结构与规

模方面与本地区此前诸文化相比有很大变化。此期单个房址的周围都散布有大小不等的灰坑 , 有

的当是窖穴 。经全面揭露的翁牛特旗大南沟石棚山墓地 [ 37] , 对了解该文化聚落内部的社会组

织结构有一定帮助。这处墓地共发现 77座墓葬 , 可分 4个小区①。每区之内分若干首尾对应 、

排列齐整的行。墓地 、区 、行当代表不同层次的社会单位。行中的墓葬有双人合葬的现象 , 其中

有明确为男女合葬者 。这可能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变化 , 即家庭一级的社会组织或许已成为相对稳

定 、独立的社会单元 。在这批墓葬中 , 有的墓随葬有成套的生产工具 (斧 、 锛 、 凿 、 骨梗石刃

刀等), 相伴的其他类别的随葬品也稍丰厚或精致 , 说明有手工业技术特长的成员的经济地位相

对较高 。但总体看 , 墓葬间的贫富差别仍不很大。 M52中出土大型石钺和带成组刻画符号的陶

罐 , 墓主人被认为是拥有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特殊人物。即便是此墓 , 其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墓

地中仍属一般 , 表明自兴隆洼文化以来辽西区古代社会以礼仪别地位的传统依然存在。

小河沿文化阶段不仅未见遗址大规模结群的现象 , 也未发现地位突出的中心性聚落或类似红

山文化那样的祭祀礼仪中心 , 社会政治组织的演进似乎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 。

五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辽西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出现了谜一般的起伏变化? 实在值得人们

去深思 。综合以往的研究来看 , 造成这种变化的动因是多方面的 , 其中交织着人地关系的互动 。

从地理环境来看 , 辽西区有着复杂多样的地貌 、 土壤和植被类型 , 日照和降水也比较充足 ,

具备为多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提供理想生态环境的条件。但另一方面 , 由于区域内地貌以山地丘陵

为主 , 沙性黄土分布广泛 , 年降水量又过于集中 (80%的年降水量集中于夏季), 经营不当易造

成水土流失和荒漠化 , 从而显示出生态上的脆弱性 。 [ 38-39] 辽西区地理环境的这种双重特性 ,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史前文化的发展 。古土壤和孢粉组合的研究表明 , 距今 8000— 5000年 , 辽

西区处于全新世以来水热条件相对比较优越的时期 。[ 40-41] 正是在这一时期 , 由兴隆洼文化至

红山文化 , 原始农业得到了逐步的发展。

兴隆洼文化阶段 , 目前已发现人工栽培的作物颗粒 [ 11] , 但被定为农耕工具的石锄和石铲

既大又笨 , 形态颇为原始 。此期遗址中常见马鹿 、 斑鹿 、野猪 、 狍 、 野牛 、蚌 、鱼等野生动物的

遗骸和胡桃楸果核 [ 10] , 表明渔猎采集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赵宝沟文化

时期 , 石质生产工具中出现了便于翻耕土地的石耜 ,并且可能开始了猪的驯养 ,说明农业生产有了

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遗址中见有较多的野生动物的骨骼 ,显示狩猎经济仍占有较大的比重 。 [ 17]

到了红山文化时期 , 生产工具中用于翻耕的石耜和用于收割的石刀大量增加 , 而野生的鹿 、 狍 、

牛等动物的骨骼呈现了减少的趋势 [ 42] , 表明农业在经济生活中已居于主导地位。

农业的发展 , 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带来了人口的迅猛增长 。从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 , 遗址数

量呈几何倍数上升即是明证。一般来说 , 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导致氏族本身规模的扩大和不断的分

裂 , 进而造成彼此不具血缘关系的人群在近距离范围内的接触。这样 , 邻近的聚落出于相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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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相互提供保护或共同开发周边资源而又不引起纷争的需要 , 便往往选择聚合成一定规模的地

域性组织。实际上正是如此 , 伴随人口的不断增长 , 由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 , 社会组织结构得

以不断的复杂化:先是于赵宝沟文化阶段形成部落这种小范围的地域性组织 , 至红山文化时期又

进一步发展出跨地数百平方公里的部落联合体 。与此相应的是 , 要管理和协调好这些不同层次的

社会组织 , 便需要不同等级的管理者 。于是 , 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分层现象 , 就此进入了酋邦社

会 。当然 , 在牛河梁遗址群所对应的酋邦社会中 , 权力阶层之所以会获得对社会的有效管理权 ,

主要是利用了辽西区源远流长的女神崇拜这种共同的信仰 , 通过对通神权的控制而达到的。此

外 , 由于红山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又先后吸收了来自中原的后岗一期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因

素 [ 43] , 并出现了彩陶 , 所以也应考虑在其复杂化进程中中原地区所给予它的影响。但是 , 在

红山文化的礼仪系统中始终是以当地传统的玉器作为礼神之器的 [ 44] , 彩陶虽也使用 , 却是处

于从属地位 , 从而反映出自身突出的个性 。

农业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口的迅猛增长 , 带来了红山文化的繁荣 , 并加速了社会的复

杂化进程。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 , 红山文化的农业仍然是一种依靠大规模垦荒而维持的旱作农业

类型。就这种粗放式的农业类型来说 , 假如人口的密度不大 , 轮流的休耕仍然会使土地得到

“休养生息” 的机会。可是从调查来看 , 辽西区红山文化聚落的分布已达到了较大的密集程度 ,

不仅每个聚落群可跨地几公里到十多公里 , 而且就是聚落群之间的间隔区域也并不大。从敖汉旗

的情况看 , 聚落群之间的间隔远者 10余公里 , 近者则只有 2— 3公里 。 [ 23] 除去易受洪灾的河

谷和土壤贫瘠或基岩裸露的山梁之外 , 每个聚落可供垦用的坡地已并不富裕 , 说明人口的增长对

环境所造成的压力在红山文化时期已逐步显露出来 。到该文化的晚期 , 这种趋势可能会表现得更

为明显 。所以 , 红山文化以粗放式的农业类型来支持超限度的人口密度 , 势必会对辽西区的丘陵

山地造成严重的破坏 , 导致持续不断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再者 , 根据东北泥炭地的空间变迁和

孢粉组合研究 , 得知距今 5000年前后曾出现降温事件 , 降温幅度为 1— 3
0
C。 [ 45] 与此相伴的

是 , 在东北西部开始经历风沙活动期 , 并且古土壤停止发育 。 [ 46] 红山文化这种粗放式的 、 较

高强度的农业活动与距今 5000年前后开始的气候干冷化相耦合 , 必然导致辽西区的环境迅速向

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方向转化 , 并最终导致人口的大量外流。这应是红山文化酋邦社会突然衰落的

主要动因。

伴随红山文化在距今 5000年前后的结束 , 辽西区的史前文化进入到了发展的低谷时期。密

度较低的小河沿文化的人们只能重新以较小的群体分散龟缩于区域内水热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段去

维持缓慢的发展 。

综上所述 , 辽西区的古代社会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却又最终趋于衰落的一个发展过程。

自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时期 , 社会组织结构得以不断的复杂化 。由兴隆洼文化那种分散的村落

组织 , 到赵宝沟文化时期流行的部落 , 再到红山文化时期脱颖而出的复杂酋邦 , 表现出持续进步

的演进态势 。这一切 , 主要是因原始农业的不断发展和由此带来的人口的迅猛增长而造成的。但

物极必反 , 红山文化晚期所达到的较高的人口密度以及粗放的旱作农业类型 , 使得辽西区脆弱的

生态环境难负重荷 , 加之距今 5000年前后出现的气候干冷化 , 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交互作用 ,

终于导致红山文化的消亡和酋邦社会的解体 , 社会重新开始以较低水平的组织进行运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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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volutionaryProcessofPrehistoricSocietiesinComplexity
inLiaoxiArea

WANGLi-xin
(ResearchCenterforChineseFrontierArchaeology, Jilin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From8000B.P.to5000B.P., thePrehistoricSocietyinLiaoxiAreaunderwentanevolution-

aryprocess, fromsimplicitytocomplexity-scatteredcountrysidegroupsatthebeginning, andthentribes

appeared, finallychiefdomsformed.Thisprocessismainlyattributedto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e

andtheafterwardsspeedygrowthofpopulation.ThelaterperiodofHongshanCulturehappenstobethe

peakofprehistoriccultureandsocialdevelopmentinthisarea.However, overrunpopulationdensityand

high-intensifiedprimitiveagriculturemakethefragileecologicalenvironmenthardtotaketheburden.

Moreover, thedropintemperature, whichoccurredabout5000 yearsago, finallymakethepeoplemove

tootherareasandthechiefdomscollapse.OnceagainthePrehistoricSocietykeepgoinginformoflower

levelorganizations.

Keywords:LiaoxiArea;prehistoricSociety;processofsocial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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